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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传统的产业规制手段，产品质量规制对消费者福利影响重大，但鲜有研究从消费者

角度评价产品质量规制的制度绩效。为此，本文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ＩＳＣＰ分析框架，手工整理出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年８３４部国产电影的产品级微观数据，采用经典估计贝叶斯平均法改良传统的倾向得

分匹配法，检验了产品质量规制与电影在线评分之间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产

品质量规制仅有助于提升知名导演主导影片的在线评分，而未能提升整体影片的在线评分。因此，

当前我国电影产业内的产品质量规制体系只有进一步优化和调整，才能完成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深

化简政放权”与“完善市场监管体制”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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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发展迅猛，票房收入节节攀升，国产影片平均票房收入从２００９年的

５５４６．４４万元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２４３０８．８５万元，１０年增长了３．３８倍，增速高达１５．９２％①。然而，来

自消费者直接反馈的产品评价却不尽如人意。同期，电影在线评分呈现明显的波动下降趋势，平均

分值从２００９年的６．２２下滑至２０１９年的５．４３。影片评分与票房的倒挂、电影产品叫卖不叫好，凸显

了当前我国电影产业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居民的精神文

化消费需求迅速增加。尽管影视作品的供给也在扩大，但总体上仍较为匮乏（黄立玮、吴曼芳，

２０１８），导致我国电影产品市场竞争不足，抑制了市场的甄别效应。另一方面，受限于现有的产业规

制体系，我国国产影片题材和风格较为单一、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赖春，２０１７），越来越难以适应互

联网时代下青年消费群体的个性化偏好。

我国电影产业建立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规制体系，既包括从事制作、发行和放映的准入规制（如

涉外合作拍摄许可、进出口许可、参赛参展许可等），还包括针对电影剧本、影片内容和技术特征的产

品质量规制以及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以产业政策形式为主）和票价规制等（詹庆生，２０１２）。其中，

产品质量规制是影片能否获得“龙标”的关键一环，成为我国电影产业规制体系的核心。党的十九大

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从我国电影产业的市场监管来看，居于核心地位的电影产

品质量规制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规制标准较为模糊、规制执行者权力过大等问题（程波、张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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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我国国产影片平均票房收入与豆瓣评分

２０１５）。那么，当前我国电影产业内的产品质量规制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制度绩效？是否助推了观众

评价与票房业绩的分离？这是关系到下一阶段我国电影产业“简政放权”路径选择的现实问题，也是

本文关心的理论问题。

当前，关于电影产业规制绩效的研究大多关注电影版权保护（Ｄａｎａｈｅｒ＆Ｓｍｉｔｈ，２０１４）、进口配

额（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８）、补贴（Ｍｅｌｏ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和税收激励（Ｂｏｒｙｓｋａｖｉｃｈ＆Ｂｏｗｌｅｒ，２００２）等规制手段

的制度绩效，而考察产品质量规制这类规制手段的制度绩效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而且，由于电影分

级制度现已成为国际上主流电影产品的质量规制形式，关于电影产品质量规制绩效的研究也集中于

探讨电影分级制度这种自我规制形式的制度绩效（Ｒａｖｉｄ＆Ｂａｓｕｒｏｙ，２００４；Ｂｏａｔｗｒｉｇｈ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分析电影分级制度对影片质量（Ｋｗｏｎ＆ Ｋｉｍ，２０１３）、票房业绩

（Ｌｅｅｎｄｅｒｓ＆Ｅｌｉａｓｈｂｅｒｇ，２０１１）和制片回报率（ＤｅＶａｎｙ＆ Ｗａｌｌｓ，２００２；Ｗａｇｕｅｓｐａｃｋ＆Ｓｏｒｅｎｓｏｎ，

２０１１）等市场绩效的影响。二是考察电影分级制度对青少年抽烟（Ｊｉｌｏｈａ，２０１２）、酗酒（Ｂｌｅａｋｌｅｙ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和其他风险性行为（Ｔｉｃｋｌｅ，２００９）的影响。少部分研究考察了由政府部门实施的电影产品质量

规制这种外部监管形式的效果，但以定性分析为主（Ｚｈｏｕ，２０１５；Ｇｒｅａｌ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并侧重于分析规

制对影片创作的影响（Ｋｉｒｂｙ，２０１７）。

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从消费者角度考察依赖于政府外部监管的中国电影产品质量规制的制度

绩效。为此，本文以规制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结合ＩＳＣＰ分析框架，手工整理出２００２－

２０１９年８３４部国产影片微观数据，构建具体到影片层面的产品质量规制指标，考察其对产品绩效的

影响。为克服潜在的政策内生性问题，本文尝试使用经典估计贝叶斯平均法改良传统的倾向得分匹

配法（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简称“后验 ＰＳＭ”或

“ＢＡＣＥＰＳＭ”），以更好揭示产品质量规制与电影在线评分之间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二、制度背景与机制分析

（一）我国电影产业规制变迁与市场结构

电影产业一般主要由影片制片、宣传发行和院线（影院）放映三个环节组成（陈学民，２０１８）。自

加入 ＷＴＯ后，为履行《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有关放松市场准入的相关承诺，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

局（简称“广电总局”，２０１８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专设国家电影总局负责电影管理职责）开始积极推

行院线制，并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８日联合文化部发布《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推动

发行方和放映方的重组和变革。与此同时，新的《电影管理条例》颁布，《外商投资改造影院暂行规

定》和《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的出台，有助于打破国有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

民营资本和境外资本开始进入电影产业，从制片环节逐步扩展到发行放映环节（唐建英，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日，《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作为文化产业的首部上位法，《电影产业促进法》对

电影产业现行的其他政策法规起着引导作用，推动着我国电影产业监管的“简政放权”。该法正式取

—０７—



消了电影制片单位、摄制电影片许可证（单片）的审批，并明确规定“法人、其他组织经国务院电影主

管部门批准，可以与境外组织合作摄制电影”。

上述制度变迁深刻影响了我国电影产业的市场结构。由于准入规制的放松和政策扶持，大量社

会资本进入电影制作环节，中小型制片公司不断增加，电影产量节节攀升，处在上游的制片市场集中

度已大幅度降低。据统计，２０１８年制片市场上前４家和前８家企业市场份额占比（ＣＲ４和ＣＲ８）仅

为５．６４％和９．４９％，属于分散竞争型市场；而中游的电影发行市场则属于高集中度寡占型市场，

２０１８年ＣＲ４指数高达７５．７９％。一方面，以中影和华夏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始终垄断着海外进口影

片发行权，在电影发行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另一方面，以五洲发行、聚合影联、博纳影业为代表的

少数大型民营电影公司也通过自建发行网络快速成长起来。下游的电影放映市场属于低集中度寡

占型市场，２０１８年ＣＲ４和ＣＲ８分别为３８．７９％和６１．８５％。经过前一轮快速扩张后，各大院线间的

横向整合与纵向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作为行业龙头的万达公司建成了涵盖电影制作、宣发、放映和

衍生场景的全产业链。

目前国内制片市场由于内部竞争激烈，集体议价能力较弱，缺乏市场控制权，在与院线和影院的利

益博弈中处于劣势。并且，由于国内电影产业收益结构单一，严重依赖影院的票房收入，产业链核心环

节的利益分配取决于影院的票房分账。而院线制度具有一定的行政垄断属性，院线公司掌握影片的终

端销售并通过排片安排可直接影响影片票房收入，这使得院线在票房分账中占据大头。总体来看，我

国电影产业链利益分配格局呈现出明显的“上面小、中间窄、下部宽”的葫芦型特征（张婷婷，２０１９）。

（二）电影产品质量规制流程

当前，我国电影产品质量规制体系主要以２０１７年出台的《电影产业促进法》、２００２年发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电影管理条例》和２００６年发布的部门规章《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为

支撑，形成“一体两翼”的制度格局。其中，剧本（立项）规制、影片规制和技术规制等三个影片规制环

节均属于电影产品质量规制。

剧本规制一般在电影拍摄前由制片单位向广电总局或实行属地规制的省级广电部门提出备案，

只有通过规制后制片单位才能进行影片拍摄。而影片规制则在影片拍摄完成后，由制片单位向广电

总局电影规制委员会提出规制申请，只有获得上映许可证后，影片才能发行和上映。而在正式上映

前还需通过技术规制，这一环节由于仅对影片的画面质量、音频质量、播放流畅度、字母质量等技术

指标进行评价，因此比较容易通过。相比之下，剧本规制和影片规制主要针对影片内容进行价值观

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合宜性判断（詹庆生，２０１２）。一般而言，剧本规制相对宽松，只需提交１０００字以

上的电影剧情梗概，通过率也较高。由于在电影拍摄前，即便规制不通过，修改成本也相对低。并且

自２０１３年起，广电总局已取消了关于一般题材电影的剧本规制环节。

对电影生产者而言，剧本规制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影片规制尤其关键，通常被视为“跳跃的龙

门”，因其直接决定了前期投入巨资拍摄的影片能否进入院线上映。从规制机构而言，考虑到电影即

将上映带来的大众传播效应和社会影响，以及资料的完备性①，规制较严格。在影片送审前，原则上

制片单位应预先进行自审，在确保影片思想内容和技术质量合规后，向电影主管部门递交规制申请。

后者在受理申请后应组织不少于５名专家进行评审，并在３０日内给出评审意见。如果申请人对专

家评审意见有异议，原则上电影主管部门可以另行组织专家再次评审②。

（三）产品质量规制对电影在线评分的作用机制

根据于良春、余东华（２００９）和于良春、张伟（２０１０）提出的ＩＳＣＰ分析框架，制度因素在传导机制

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通过影响市场中的结构性因素和经济行为，最终作用于市场绩效。结合本文的

分析背景，电影产品质量规制可视作相对外生的制度性因素（Ｉ），电影在线评分直观反映了消费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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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相对于前期剧本规制阶段，影片规制阶段广电总局及各省广电部门获取的有关电影拍摄信息更完备，不仅包

括完整的影片和剧本，也包括投资方信息和参演演员信息等。

由于制片方和电影规制机构地位不对等，在实践中，重新组织专家再次评审的情况十分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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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产品的消费体验，可视作产品绩效（Ｐ），前者主要通过电影产品结构（Ｓ）和制片方生产决策行为

（Ｃ）影响后者。

首先，从规制目的来看，我国电影产品质量规制十分重视电影艺术的导向作用，要求影片制作者

在一定程度上履行“道德教育者”的职能，将“公共道德”建立在一些基本的禁忌之上，并且通过明确

的禁止性和删减修改类法律条款以减少有损“公共道德”的污染源（杨帆，２０１２），这使得商业电影中

常见的色情、暴力因素大幅减少，呈现出高度纯净的状态（赵民，２００３）。而且，有研究（李长青、朱亚

君，２０１６）表明，进口产品和外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根源也在于产业规制，而非市场机制。同

理，进口影片或也需要产业规制以提升产品质量和减轻负外部性。此外，电影产品质量规制对影片

画面质量和音频质量等技术要求也有助于提升影片的整体质量。因此，电影产品质量规制通过一定

的质量要求可以抑制制片方生产低质量影片的行为，过滤掉部分内容低俗和技术落后的影片，从而

优化电影产品的质量结构。随着高质量影片占比的提高，市场整体质量水平相应提高，消费者对影

片质量的要求也会提高，这会迫使制片方进一步提高电影产品质量，从而加快电影市场上低质量影

片的退出，即产生“良币驱逐劣币”效应，最终有助于增进消费者福利。

其次，从规制内容来看，电影产品质量规制直接限定了产品特征，因而属于“产品特征规制”。如

同价格、利润一样，产品特征也是供需双方的契约关注重心。广电总局会对国内电影的主流题材、内

容等进行宏观调控，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制片方的生产集合，进而影响消费者的选择集合。根据对本

文考察的８３４部国产影片的分析，喜剧片、爱情片和动作片三大类型影片占比超过七成。同质品市

场的竞争加剧，抑制了消费者对电影产品多样性的需求，这会降低消费者效用，不利于消费者给出更

高的电影在线评分。

综上，作为我国电影产业规制体系中主要的规制环节，电影产品质量规制（Ｉ）通过控制质量和产

品特征的形式，影响电影产品结构（Ｓ）和制片方生产决策行为（Ｃ），进而分别对电影在线评分（Ｐ）产

生促进或抑制效果。然而，总的作用方向如何，有待后文实证的进一步检验。

图２　电影产品质量规制对电影在线评分的作用机制

三、识别策略

（一）实证模型与数据

本文选取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０１９年７月上映的票房收入不低于５００万元的国产影片作为研究

对象，剔除特殊题材的电影（如艺术片和纪录片等）后最终以８３４部影片为基础样本进行实证分

析①，以电影在线评分作为产品绩效指标，重点考察电影产品质量规制的效果。基础计量模型设置

如下：

狊犮狅狉犲犻＝α０＋β１犵狌犻狕犺犻犻＋犡犻θ＋η狋＋ε犻 （１）

其中，犻表示样本个体即电影产品，狊犮狅狉犲犻表示电影在线评分，犵狌犻狕犺犻犻为哑变量代表影片是否受

到产品质量规制（当影片受到规制时取值为１，否则为０），犡犻是一系列影响到电影在线评分的控制变

—２７—

①本文旨在市场经济框架下分析中国电影产品质量规制对电影在线评分的影响，后文实证样本及变量界定严格

参照并遵守《电影管理条例》，选取以票房盈利为目标的电影产品作为研究对象。



量，η狋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犻是误差项。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ＣＢＯ中国票房网、豆瓣电影、时光网、

猫眼电影网等专业电影网站和百度、百度百科等主要搜索平台，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变量说明与处理 数据来源 均值 标准差

电影在线

评分

狊犮狅狉犲１ 豆瓣评分 豆瓣电影 ５．４５７ １．４２９

狊犮狅狉犲２ 时光网评分 时光网 ５．９９８ １．１０８

狊犮狅狉犲３ 猫眼评分 猫眼电影网 ７．０３６ １．７００

其他评价

指标

狊狋犪狉５ 豆瓣评分上五星好评人数占比

狊狋犪狉４ 豆瓣评分上四星好评人数占比

狊狋犪狉３ 豆瓣评分上三星好评人数占比

狊狋犪狉２ 豆瓣评分上二星好评人数占比

狊狋犪狉１ 豆瓣评分上一星好评人数占比

犫犲狋狋犲狉狋犺犪狀
豆瓣上同类题材影片中该电影评分的相对位置（好于百

分之多少的影片，以影片类型标签中第一类型为主）

豆瓣电影

０．０７９ ０．０９６

０．１７９ ０．１４８

０．３３５ ０．１３８

０．２１６ ０．１１４

０．１９３ ０．２０９

０．２２０ ０．２４６

票房业绩

狋狅狋犪犾犫狅狓 累计票房（万元），对数化处理

犳犻狉狊狋犫狅狓 上映首周票房（万元），对数化处理

犳犻狉狊狋狉犲狀犮犻 上映首周场均人次

犿犪狓犱犪狔 最大上映天数

ＣＢＯ中国票房网

８．３４７ １．４５２

７．４１９ １．７３６

２３．８２５ １８．００３

３１．７２８ １８．４６２

影片声誉
狆狉犻狕犲 国内外各大电影奖获奖数量

狀狅犿犻狀犪狋犲 国内外各大电影奖提名数量
猫眼电影网

１．７０５ ３．９９２

４．５３０ ８．５１１

电影产品

质量规制

犵狌犻狕犺犻１ 是否受到电影监管部门删减

犵狌犻狕犺犻２ 是否受到电影监管部门删减且延迟上映
百度搜索

０．２１６ ０．４１２

０．０９８ ０．２９８

前置变量

后置变量

犪犮狋狅狉狀狌犿 主演演员数量

犪犮狋狅狉
演员知名度，采用前三大主演自１９９３年至影片放映前在

国内外各大电影奖项中获得的提名及获奖总数来衡量

犱犻狉犲犮狋狅狉

导演知名度，采用第一导演自１９９３年至影片放映前在国

内外各大电影奖项中获得的导演奖提名及获奖总数来

衡量

狑狉犻狋犲狉

编剧创作能力，采用第一编剧从１９９３年至影片放映前在

国内外各大电影奖项中获得的编剧奖提名及获奖总数来

衡量

犵狌狅狔狅狌 首要制片方是否国有企业

犿犪犽犲狉狊 制片方数量

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是否联合制作（包括与中国香港和台湾联合制作）

狋犻犿犲 影片时长，单位统一转化成小时

狋犻犿犲２ 影片时长的平方

狊犲狇狌犲犾 影片是否为续集、翻拍或改编

犱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题材多元性，以影片类型标签中包含的类型数衡量

犮狅犿犲犱狔 喜剧片，影片类型标签是否包含喜剧类型

犪犮狋犻狅狀 动作片，影片类型标签是否包含动作类型

犾狅狏犲 爱情片，影片类型标签是否包含爱情类型

狋犲犮犺 是否采用３Ｄ或ＩＭＡＸ技术制作

犱犪狀犵狇犻 档期，影片是否在春节或暑期上映

狆狉狅犿狅狋犲 影片推广力度，以影片上映前后营销事件数衡量

犻狊狊狌犲狀狌犿 发行方数量

犱犻犪狀狔犻狀犵 是否在正式上映前点映

ＣＢＯ中国票房网

豆瓣电影

ＣＢＯ中国票房网、

百度搜索

ＣＢＯ中国票房网

ＣＢＯ中国票房网、

豆瓣电影

百度百科

ＣＢＯ中国票房网

１１．８９９ ７．９９５

１１．５９０ １３．０５８

１．５５５ ３．９８１

０．７１２ １．８２８

０．２０９ ０．４０７

４．２８９ ３．４２１

０．３９３ ０．４８９

１．７３３ ０．２３７

３．０６０ ０．８８０

０．２６４ ０．４４１

２．０５９ ０．８９６

０．３５７ ０．４７９

０．２７３ ０．４４６

０．３４４ ０．４７５

０．２０３ ０．４０２

０．４７５ ０．５００

８．５３６ １１．５８１

２．６９８ １．９６３

０．１７７ ０．３８２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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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变量 定义 变量说明与处理 数据来源 均值 标准差

回归加权

变量

狑犲犻犵犺狋１ 豆瓣评分人数，对数化处理 豆瓣电影 １０．２４７ １．７３１

狑犲犻犵犺狋２ 时光网评分人数，对数化处理 时光网 ７．５０３ １．５５０

狑犲犻犵犺狋３ 用猫眼评分人数，对数化处理 猫眼电影网 ８．８１４ ３．０５９

　　注：样本量为８３４。以上数据由作者通过网络爬虫和手工整理得到。网络爬虫时间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８日１４点

３５分。

（二）基础变量处理与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电影在线评分。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豆瓣电影、时光网和猫眼电影网站上

消费者对电影产品所给出的评分。其中，豆瓣电影和时光网是国内影片覆盖面较广且专业性较为突

出的口碑网站，也是权威性的电影分享与评论社区，用户规模大，评论活动活跃，信息分享频繁，数据

质量较高，但也存在评分不及时甚至很多为场外消费的问题，其用户群体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可能无

法代表广大消费者对电影产品的消费体验。为此，本文也使用猫眼电影网站上的评分数据作为补充

性衡量指标①。猫眼电影作为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在线购票网站，网站上的评分大多是由网络购票进

场观影的消费者给出，可以较好地代表场内消费者的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用的评分数据会随时间动态更新。由于本文采集的影片时间跨度较大，

难以掌握完整的影片上映至今的动态评分数据②，结合数据可得性，仅采集截面的影片评分数据进

行分析。为避免评分数据动态更新的影响，本文在网络爬取时统一设定上述评分数据的获取时点。

另一问题是，不同电影上映日期不同，在网络上暴露的时间或长或短，早期上映和近期上映影片的场

外消费群体和评分人数大相径庭，也影响了评分数据的可比性。为克服这一问题，本文在模型（１）的

基准回归中，使用评分人数作为回归权重进行调整。显然，评分人数越多的评分数据，其代表性越

高，从而赋予较大的权重。由于评分人数过低时，影片的评分数据不具有代表性，本文在筛选样本时

也删除了所有豆瓣评分人数少于１００人的影片。

２．核心解释变量———电影产品质量规制。在现行规制体系下，所有电影在上映前均要接受电

影监管部门规制。本文以影片规制时是否被电影监管部门要求删减作为反映电影产品受到质量规

制强度大小的代理变量。尽管几乎大部分电影在送审时都会被要求修改，即面临质量规制，但本文

认为，相对于一般性修改而言，影片被要求删减所面临的规制强度更大。这是因为，对于制作方而

言，送审的电影内容必然是其精挑细选、多方权衡后保留下的内容，可以说是其希望呈现给市场并打

动观众的“精品”，一旦遭受删减，尽管也可以选择其他内容加以替换，但影片内容质量和完整性可能

会因之受损，而重新补拍则将增加制作成本和因为延迟上映而带来的时间成本。

本文的影片删减数据通过以下方式获取。首先，通过网络爬虫获取所有影片在百度上显示有删

减内容的网页数。搜索方式为“电影名＋删减”，并将该关键词限制出现在网页标题位置。其次，对

于显示有删减结果的影片，本文通过人工排查首先剔除掉部分网页信息来源不真实的影片。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手工判别影片删减缘由，排除掉制片方主动删减的样本。对于无法确认删减缘由的影

片，借鉴黎文靖、李耀淘（２０１４）对产业政策变量定义的思路，通过对比分析电影剧情和题材是否涉及

《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中的敏感题材和受限内容来确定。最后，基于上述标准构

建电影产品质量规制变量犵狌犻狕犺犻１。在该变量基础上，结合影片出品时间和上映时间的差异，将影片

制作完成后但至少晚于一年才上映且犵狌犻狕犺犻１＝１的影片视为因受到电影监管部门删减而延迟上映

的影片，并据此构建电影产品质量规制变量犵狌犻狕犺犻２。显然，该类影片受到的产品质量规制影响较

大。由于延迟上映带来较高的时间成本，制片方即便主动删减也不太可能因为删减较多而导致电影

—４７—

①

②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建议。

网站（ｈｔｔｐｓ：／／ｄｂｈｉｓ．ｃｏｍ／）上记录了部分２０１８年以后上映的影片自上映以来３０天内的豆瓣历史评分数据，

但记录的影片不仅数量较少，而且缺乏评分人数等关键性指标。



延迟上映，因此该变量也进一步排除了主动删减的可能。犵狌犻狕犺犻２ 将作为后续稳健性检验中的替代

性衡量指标。

３．控制变量。由于本文数据均通过网上公开渠道获取，受数据限制，搜集到的全部可用作控制

变量的指标共１９个，详见表１。包括诸如主演演员数量、演员知名度、导演知名度、编剧知名度、片长

等１５个影片规制前确定的前置变量和影片是否提前上映、是否在春节或暑假档上映、影片推广力度

和影片发行方数量等４个在影片规制通过后确定的后置变量。理论上，上述指标分别反映了电影拍

摄制作和宣传发行投入的不同维度，均可能影响观众的消费体验效果，都有必要纳入基础计量模型

（１）作为控制变量。为缓解电影产品质量规制的政策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经典估计贝叶斯平均法

挑选了国有制片方背景、影片时长、影片类型、演员阵容等共计８个特征变量并进行倾向得分匹配。

鉴于匹配后的受规制影片和未受规制影片在上述维度不再具有显著差异，即核心解释变量与这８个

特征变量不相关，因此，基准计量模型（１）式中仅纳入排除了这８个特征变量的剩余１１个指标作为

控制变量①。

四、基于后验犘犛犕的内生性问题处理

本文研究设计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存在自我选择偏误的可能性。具体表现在，在线评分越低、产

品质量越低的影片越容易受到电影监管部门的规制。因此，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种政策内生性问

题而直接进行基础计量模型（１）式的回归，便无法识别电影评分的变动究竟是源自产品质量规制的

影响，还是规制部门的自我选择所致。为此，本文尝试使用经典估计贝叶斯平均法改良传统的倾向

得分匹配法，试图缓解潜在的政策内生性问题。

（一）基于经典估计贝叶斯平均法的ＰＳＭ模型选择

作为自然实验框架下的重要分支，ＰＳＭ的因果识别逻辑是，基于可观测的特征变量生成样本参

与实验（电影产品质量规制）的倾向得分（概率），并通过控制倾向得分来生成随机化的分组过程，以

控制选择性偏误（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Ｒｕｂｉｎ，１９８３）。而构造倾向得分的关键是挑选合适的进入ＰＳＭ 模

型的特征变量。赵西亮（２０１５）的研究表明，一旦遗漏了关键的特征变量，便会造成较大的估计偏差，

甚至出现错误的估计结果。

如果本文无法确定哪些特征变量必须纳入ＰＳＭ 模型，也就无法缓解因遗漏有关变量而导致的

估计偏差，从而影响第二步回归方程的说服力。以往的研究一般会这样处理———组合不同的自变量

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将最显著的、回归拟合优度最大的、最有利于第二步回归的，甚至导致含研究者偏

好②的ＰＳＭ结果呈现在研究成果中。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批评道，这种常见的“数据挖掘”（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很可能导致严重的估计偏误。

为此，本文尝试使用经典估计贝叶斯平均法（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简称

“ＢＡＣＥ”），控制ＰＳＭ 模型的不确定性问题和关键特征变量的遗漏问题。该方法在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

（１９９７ａ，１９９７ｂ）、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在Ｌｅａｍｅｒ（１９８３，１９８５）的“极值边界法”（ｅｘｔｒｅｍｅｂｏｕｎｄｓ）

基础上改良而成，基本思路为：以回归估计的似然函数值为权重，对估计得到的均值和标准差进行贝

叶斯平均，最终使用后验概率的加权平均，评价每个模型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能力、近似程度，从而缓

解计量模型的不确定性问题。

假设特征变量集合犡与是否受到电影产品质量规制的概率函数关系犘（·）服从逻辑分布（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的累积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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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未纳入基准计量模型（１）的８个特征变量与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正交，即使它们会影响到电影在线评分，也

不会产生遗漏变量问题。

如Ｌｅａｍｅｒ（１９８３）提出，研究者会因为自身持有的潜在假设、倾向和偏好，导致数据分析时的“眼界问题”（ｈｏｒｉ

ｚ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这其实是对计量模型不确定性的早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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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犵狌犻狕犺犻＝１）＝
犲狓狆（γ犡）

１＋犲狓狆（γ犡）
（２）

其中，γ和犲狓狆（·）分别是犡的回归系数和以自然常数犲为底的指数函数。计量模型的不确定

性主要发生在集合犡的特征变量个数上。假设特征变量的组合个数有犽个，组成了犕１，犕２，…，犕犽

个备选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其先验准确的概率设为π（犕犽），特征变量系数的先验概率为π（γ｜犕犽），可得：

犕犽 ～π（犕犽）

γ犕犽 ～π（γ狘犕犽）

犡γ，犕犽 ～犘（γ犡

烅

烄

烆 ）

（３）

根据贝叶斯法则，计算备选模型犕犽 的后验概率犘（犕犽｜犡）：

犘（犕犼狘犡）＝
犘（犡狘犕犼）π（犕犼）

∑犽
犘（犡狘犕犽）π（犕犽）

＝
犘（犕犼）犜

－犽
犼
／２犛犛犈－犜／２

犼

∑
犽

犻＝１
犘（犕犻）犜

－犽犻
／２犛犛犈－犜／２

犻

（４）

其中，犜是样本容量，犕犼是第犼个备选模型，犽犼是犕犼中包含特征变量的个数，犛犛犈犼 是犕犼 的回

归残差平方和。犘（犕犽｜犡）可以视为计量模型犕犽 在本文使用的数据下所具有的“解释力”（胡安宁，

２０１７）。犘（犕犽｜犡）值越高，表明犕犽 在此数据下的回归拟合效果越好，因而越适合这套数据和此次研

究。因此，本文将根据犘（犕犽｜犡）的大小对备选犕１，犕２，…，犕犽 进行排序。如果潜在特征变量有犽犼

个，那么备选模型个数犽＝２犽犼。

在ＢＡＣＥ框架下，ＰＳＭ的潜在特征变量个数犽犼决定了备选模型个数２
犽
犼。即潜在特征变量的个

数每增大一次，将会使数据计算工作量呈几何级数增长。由于本文的数据为微观电影产品数据，公

开可获得的有效电影产品信息较少，部分指标如影片前期制作成本缺失严重，因此，在选取特征变量

时，首先考虑变量的完整性。其次，在可获得的全部完整电影产品指标中，进一步剔除几乎不可能影

响电影产品质量规制的后置变量等指标。最后，参考贺京同、李峰（２００７）的做法，将剩下的１５个可

能影响电影产品质量规制的指标作为潜在的特征变量进行筛选。因此，接下来的ＢＡＣＥ分析将得到

２１５个备选模型。

（二）经典估计贝叶斯平均法下的ＰＳＭ模型选择结果

本文将１５个潜在特征变量的统计特征以及ＢＡＣＥ统计结果报告在表２中。制片方是否属

于国有企业（犵狌狅狔狅狌）对影片规制结果会产生显著影响，即相对于非国有制片方而言，国有制片方

受到规制的概率较高。可能的原因是，国有制片方承载更多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旋律

文化的使命，因而要求更严，面临更高的规制概率。３２７６８个包含该潜在特征变量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

型的后验概率之和接近１００％，并且高度显著。影片时长（狋犻犿犲）的包含概率也较高，但是ｔ检验

显著率很低。从条件均值来看，影片时长对影片规制结果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影响。是否属于喜

剧片（犮狅犿犲犱狔）的包含概率和ｔ检验显著率均较高。从条件均值来看，相比于其他题材电影产品

而言，喜剧片受规制的概率较低。这可能与喜剧片较少涉及敏感题材和受限内容有关。同样，爱

情片受规制的概率也较低，尽管包含概率较低。而动作片似乎更容易受到产品质量规制，尽管ｔ

检验显著率很低。主演演员数量尽管包含概率较高，但是ｔ检验显著率几乎为０。从条件均值来

看其对影片规制结果具有负向影响。由于主演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表征制片方的实力和规模，

实力越强的制片公司越可能降低其投资影片被规制的风险。影片是否为中外联合制作对影片规

制结果也具有正向影响，包含概率和ｔ检验显著率也较高。其他变量如导演知名度、演员知名度

和编剧知名度等从统计上看似乎并不会显著影响影片规制结果，不仅包含概率较低，而且ｔ检验

显著率也很低。

综上，通过ＢＡＣＥ分析方法，本文分别挑选出制片方是否属于国有企业（犵狌狅狔狅狌）、影片时长

（狋犻犿犲）及其二次项（狋犻犿犲２）、是否属于喜剧片（犮狅犿犲犱狔）、是否属于动作片（犪犮狋犻狅狀）、是否属于爱情片

（犾狅狏犲）、主演演员数量（犪犮狋狅狉狀狌犿）和是否为联合制作（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共计８个变量作为影响影片规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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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犵狌犻狕犺犻的特征变量犡′。上述变量包含概率或ｔ检验显著率较高，在统计上对影片规制结果具有

较好的解释力。

表２　利用ＢＡＣＥ方法得到的分析结果

变量 包含概率 条件均值 条件标准差 符号确定率 Ｔ检验显著率

犵狌狅狔狅狌 ０．９９８ １．０１６ ０．３８４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９

狋犻犿犲２ ０．５８３ ０．４１８ ０．９９６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８

犮狅犿犲犱狔 ０．５１４ －０．９１１ ０．３８６ １．０００ ０．８８２

犪犮狋狅狉狀狌犿 ０．４７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６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犪犮狋犻狅狀 ０．４２１ ０．３００ ０．３７７ ０．８９１ ０．００１

狋犻犿犲 ０．３９７ －０．００４ ４．４３９ ０．５００ ０．００４

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０．１２３ ０．６０７ ０．３６１ １．０００ ０．２２１

犾狅狏犲 ０．０９１ －０．６１４ ０．３７７ １．０００ ０．１３３

狑狉犻狋犲狉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６ ０．１３９ ０．６５２ ０．０００

狊犲狇狌犲犾 ０．０５６ ０．２８４ ０．３８５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犪犮狋狅狉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５３５ ０．０００

犱犻狉犲犮狋狅狉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６９ ０．２３１ ０．０００

狋犻犮犪犻 ０．０２３ －０．２１９ ０．２３１ ０．９９２ ０．０００

狋犲犮犺 ０．０１０ －０．３７４ ０．４５１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犿犪犽犲狉狊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１ ０．９９４ ０．０００

　　注：被解释变量为犵狌犻狕犺犻。表中的包含概率、条件均值和条件标准差根据３２７６８个回归结果按照贝叶斯法则计

算得出。符号确定率是所有包含该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中系数的符号与条件均值相同的比例，Ｔ检验显著率是所有

包含该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中系数在５％检验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比例。具体计算详见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１）。由于计算量按指数增加，受数据存储于计算机的限制，指标计算时采用“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算法”

（ＭａｒｋｏｖＣｈａｉｎ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方法化简。

（三）后验ＰＳＭ模型结果

根据ＢＡＣＥ计算结果，集合犡′为“优选”出来的特征变量，假设集合犡′内部服从线性函数关系

犵（·），且与犵狌犻狕犺犻的概率函数关系犘（·）为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函数，得：

狆犻（犡′）＝犘狉（犵狌犻狕犺犻犻＝１狘犡犻′）＝犘（犵（犡犻′）） （５）

其中，狆犻为倾向得分，犘狉为概率值。依据式（５），本文得到每部电影产品犻的倾向得分值狆犻，然

后根据狆犻值的相近程度对实验组和控制组样本进行匹配。具体而言，选择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并采用

１∶１有放回的最近邻居匹配方法重新筛选样本，最终得到３１８个有效观测值。其中，处理组１７３部

电影，控制组１４５部电影①，这将作为基准计量模型（１）式实际回归使用到的样本。平衡性检验的结

果见表３。

由平衡性检验结果可知，相比于匹配前，匹配后所有特征变量的处理组与控制组的标准化偏差

均显著缩小了，缩小幅度高达４０％以上，并且在１０％的水平上均不具有显著性，表明处理组和控制

组的组间差异得到了有效控制。根据样本匹配前、后控制组和处理组倾向得分值的核密度图３和图

４，可以发现匹配后控制组与处理组的倾向得分高度吻合。这反过来也进一步证明了选取的特征变

量是合理且有效的。

与传统ＰＳＭ 法相比，后验ＰＳＭ 不仅可以有效控制样本的选择性偏误问题，还可以较好地

克服“遗漏变量”问题。更重要的是，该方法基于数据驱动的方式选择用于倾向得分匹配的特

征变量，可有效克服传统ＰＳＭ 方法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数据挖掘问题。基于此，本文使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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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本文采取１∶１有放回的最近邻匹配方法，不同处理组个体可能匹配到同一个控制组个体，从而使得最终

挑选到的控制组个体数少于处理组个体数，但总体上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量仍较为平衡。尽管使用无放回的最近邻

匹配方法可以避免出现这种控制组个体较少的情况，但是匹配质量较差，因此本文并未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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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估计贝叶斯平均法改良传统的倾向得分匹配法，以更好地进行实证研究的因果识别与政策效

应评估。

表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及平衡性检验的结果

特征变量 匹配样本
均值

处理组 控制组

偏差减小幅度

（％）

Ｔ检验

ｔ ｐ＞ｔ

犵狌狅狔狅狌
匹配前 ０．３６７ ０．１６５ ６．０１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０．３４１ ０．３５８ ９１．４ －０．３４ ０．７３６

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匹配前 ０．４７２ ０．３７２ ２．４５ ０．０１４

匹配后 ０．４６２ ０．４１０ ４８．３ ０．９７ ０．３３１

犮狅犿犲犱狔
匹配前 ０．２３９ ０．３９０ －３．７７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０．２４９ ０．２５４ ９６．２ －０．１２ ０．９０２

犾狅狏犲
匹配前 ０．２４４ ０．３７２ －３．１９ ０．００１

匹配后 ０．２５４ ０．２０８ ６３．６ １．０２ ０．３０９

犪犮狋狅狉狀狌犿
匹配前 １２．８９４ １１．６２５ ０．７ ０．０５９

匹配后 １２．４３９ １１．８３８ ５２．６ １．８５ ０．４８３

犪犮狋犻狅狀
匹配前 ０．３２８ ０．２５８ １．８５ ０．０６５

匹配后 ０．３２４ ０．３２９ ９１．７ －０．１１ ０．９０９

狋犻犿犲
匹配前 １．７７８ １．７２１ ２．８７ ０．００４

匹配后 １．７５１ １．７１８ ４２．０ １．３ ０．１９５

狋犻犿犲２
匹配前 ３．２３３ ３．０１３ ２．９９ ０．００３

匹配后 ３．１１８ ３．０１１ ５１．５ １．１６ ０．２４６

图３　样本匹配前　　　　　　　　　　　　图４　样本匹配后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４报告了基准计量模型（１）式的回归结果。其中，第（１）～（３）列核心解释变量为犵狌犻狕犺犻１，第

（４）～（６）列核心解释变量为犵狌犻狕犺犻２。从第（１）～（３）列可以看出，无论是豆瓣评分、时光网评分还是

猫眼评分，三者均受到电影产品质量规制的负向影响。相对于未受到产品质量规制的影片而言，受

到规制的影片其豆瓣评分、时光网评分和猫眼评分分别下降了０．４１５、０．７８４和０．６４８分。第（４）～

（６）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即使将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受电影产品质量规制影响较大的犵狌犻狕犺犻２，

对时光网评分和猫眼评分回归的估计系数仍为负，且在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豆瓣评分也出现了

降低，尽管回归系数不显著。由于电影在线评分直观反映了消费者对电影产品的消费体验效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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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结果表明，我国电影产品质量规制并未有效提升消费者满意度。

本文以为，上述结果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尽管我国电影产品质量规制的初衷在

于控制电影产品整体的质量水平，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裁量标准较为模糊、限制性规定

过于宽泛等问题，现有的规制体系赋予审查机构较大自由裁量权，容易导致规制执行者的权力滥用。

比如，一个细节的主观认定，可能就会成为一部片的“雷区”（程波、张乐山，２０１５），从而使得电影产品

质量规制对影片质量的提升效果较为有限。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影片内容规制的角度来进一步理

解，即电影产品质量规制对影片内容的创作与高投资回报类型影片存在一定的限制。一个典型的现

象是，近年来，国内的“类型片”题材趋于集中，制片方想方设法进行炒作，或聘请“枪手”制造口碑的

假象，或制造演员正负面新闻，或大面积广告宣传，或对产业下游的院线方进行游说，而不积极开拓

新的题材，打破原有的创作约束。综上，由于我国电影产品质量规制对影片质量的正面提升效果未

能有效发挥，对产品多样性的限制性效应较为突出，最终未能有效提升消费者满意度。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演员知名度对豆瓣评分和时光网评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

猫眼评分并无显著影响，编剧知名度则与之相反。导演知名度对时光网评分和猫眼评分分别具有正

向和负向的影响。作为续集、或根据已有剧本改编或翻拍的影片在豆瓣上的评分较低，而在猫眼上

的评分并无显著变化。这些看似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回归结果其实都可以归因于不同在线平台上用

户的属性差异。由于猫眼电影上的用户更多代表线下观影的场内消费者，而豆瓣和时光网上的用户

更多代表线上观影的场外消费者，两类消费群体的消费理念、时间成本和观影偏好存在较大的差异

（刘正山、易婧，２０１７）。以影片放映档期为例，猫眼平台上的用户群体由于以线下观影为主，对影片

放映时机和现场体验效果更为敏感，因而在春节或暑假黄金档上映的影片更能俘获这类消费者的

“芳心”，而无法增加以线上消费群体为主的豆瓣和时光网上的好评。

影片推广力度、发行方数量和上映前点映均与在线评分正相关。影片推广力度越大，越有助于

提升电影的曝光度并扩大口碑、形成正的网络外部性，从而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满意度。同理，发行

方数量越多，对电影的宣传推广力度也会越大，越有助于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好评。电影正式上映

前的点映可以视为正式公映的一次预演，根据从点映中收到的反馈进一步调整放映内容和时机，有

助于提升正式上映时的卖座率和消费者满意度。而制片方数量对在线评分具有负面影响，这可能是

因为制片方数量越多，对电影制作的要求也越多，存在多头管理和协调问题，从而影响电影的拍摄制

作。而使用更先进的３Ｄ或ＩＭＡＸ技术进行制作，并不会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偏爱。题材的多元性

对在线评分不具有显著影响。

表４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狊犮狅狉犲１ 狊犮狅狉犲２ 狊犮狅狉犲３ 狊犮狅狉犲１ 狊犮狅狉犲２ 狊犮狅狉犲３

犵狌犻狕犺犻１
－０．４１５

（０．２１７）

－０．７８４

（０．１９１）

－０．６４８

（０．３３８）

犵狌犻狕犺犻２
－０．０２２

（０．２５８）
－０．４３１

（０．２０５）

－０．７５９

（０．３７８）

犱犪狀犵狇犻
－０．３００

（０．２２２）

－０．３２４

（０．２０５）
１．１３２

（０．４２３）

－０．２９０

（０．２２９）

－０．２３５

（０．２１３）
１．０３２

（０．４２０）

狆狉狅犿狅狋犲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１）

犻狊狊狌犲狀狌犿
０．０９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９）
０．１４６

（０．０５８）

０．１０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０）
０．１４３

（０．０６６）

犱犻犪狀狔犻狀犵
０．４８３

（０．２２３）

０．４１５

（０．２１５）

１．０８４

（０．２５０）

０．５０８

（０．２３６）

０．３６４

（０．２３８）
１．１１０

（０．２７４）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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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狊犮狅狉犲１ 狊犮狅狉犲２ 狊犮狅狉犲３ 狊犮狅狉犲１ 狊犮狅狉犲２ 狊犮狅狉犲３

犪犮狋狅狉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犱犻狉犲犮狋狅狉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０

（０．０３３）

－０．１９３

（０．０８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５

（０．０３１）

－０．１８５

（０．０９１）

狑狉犻狋犲狉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５）

０．０８２

（０．０６０）
０．２８８

（０．１４８）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５

（０．０５７）
０．２９０

（０．１５９）

犿犪犽犲狉狊
－０．０８０

（０．０３８）

－０．１０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９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２）

狊犲狇狌犲犾
－０．３３４

（０．２０１）

－０．２３０

（０．１７９）

０．３４０

（０．２５１）
－０．３７６

（０．２１３）

－０．２４２

（０．１９１）

０．２９９

（０．２４６）

狋犻犮犪犻
０．１００

（０．１３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９９）

０．３１８

（０．１９５）

０．１００

（０．１３３）

０．０４４

（０．１１７）
０．３６４

（０．２１３）

狋犲犮犺
－０．２６５

（０．３２２）

－０．０４５

（０．２９０）
－１．２０８

（０．４０１）

－０．２５５

（０．３３５）

－０．０３０

（０．３２１）
－１．１２３

（０．４２１）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３１８ ３１８ ３１８ ３１８ ３１８ ３１８

Ｒ２ ０．３１５ ０．４１５ ０．４６５ ０．２９５ ０．３５８ ０．４４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系数标准差。下同。回归模型（１）和（４）、（２）

和（５）与（３）和（６）分别使用豆瓣、时光网和猫眼评分人数进行加权。

（二）稳健性检验

基准回归分析中，本文使用的被解释变量是各类在线网站上的电影评分分值，尽管这些在线评

分是综合了众多消费者意见后的评价结果，但是受限于网站评分规则和体系，单一的分值可能无法

充分反映广大电影产品消费者的心声。以豆瓣评分为例，每个注册用户看完电影后只能在一星到五

星评价之间作出选择，然后程序会将其换算成对应的２～１０分，最后将截至当前时点的所有用户评

分加总求算术平均值，从而得到当前时点的评分值。在这个过程中，用户只能在２、４、６、８和１０这５

个整数分值间进行选择，而无法选择其他更符合心声的评分值。比如，假设用户对某部影片的真实

评价为０．５分，但由于评分规则限制，只能选择最接近的一星评价，但程序却将其评分识别为２分，

这种误差尽管在大数据环境下可以缓解，但仍会对最终评分结果产生影响，从而可能影响本文回归

结果的稳健性。为此，本文使用更为原始的评分数据，即豆瓣上的各类星级评分占比作为电影评分

的替代性变量并重新进行基础计量模型（１）的回归。显然，高星级水平评分人数占比越高的影片其

口碑越好，消费者满意度越高。

表５第（１）～（５）列表明，相对于未受到产品质量规制的影片而言，受到规制的影片一星和二星

评价人数比例更高，分别在５％和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代表更高评价的三星、四星和五星评价

的人数占比更低，尽管回归系数不显著。平均而言，产品质量规制使影片的一星和二星差评人数占比

分别增加了３．５％和３．３％，而使影片的三星、四星和五星好评人数占比分别降低了０．３％、３％和

１．８％。第（６）列进一步报告了关于同类题材中影片相对评价的回归结果。平均而言，产品质量规制使

电影产品相比于同类题材影片的受欢迎度下降了１０．３％，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上述回归结果再一

次揭示了产品质量规制与电影在线评分的负向关系，从而支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５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狊狋犪狉５ 狊狋犪狉４ 狊狋犪狉３ 狊狋犪狉２ 狊狋犪狉１ 犫犲狋狋犲狉狋犺犪狀

犵狌犻狕犺犻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６）

－０．１０３

（０．０５２）

—０８—



续表５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狊狋犪狉５ 狊狋犪狉４ 狊狋犪狉３ 狊狋犪狉２ 狊狋犪狉１ 犫犲狋狋犲狉狋犺犪狀

犱犪狀犵狇犻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９５

（０．０５４）

狆狉狅犿狅狋犲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犻狊狊狌犲狀狌犿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４）

犱犻犪狀狔犻狀犵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２）

犪犮狋狅狉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犱犻狉犲犮狋狅狉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狑狉犻狋犲狉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犿犪犽犲狉狊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８）

狊犲狇狌犲犾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７８

（０．０５０）

狋犻犮犪犻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３）

狋犲犮犺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７５）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３１８ ３１８ ３１８ ３１８ ３１８ ３１６

Ｒ２ ０．４３７ ０．２３２ ０．２９２ ０．２５０ ０．２１８ ０．３４２

　　注：回归模型（１）～（６）均使用豆瓣评分人数进行加权。

（三）导演知名度的调节效应

作为影视制作工程的总设计师，导演参与影视作品的整体创作过程。从文案到脚本、客户沟通、

现场拍摄，甚至到后期制作与修改等，导演都需要贯穿其中。优秀的导演不仅具有良好的编导能力，

而且可以较好地在商业需求与艺术追求、合规要求与创意追求之间取得平衡。为了考察导演知名度

对基准回归中电影产品质量规制效果的调节作用，本文在基准回归分析中加入导演知名度与电影产

品质量规制的交乘项并重新进行回归，表６报告了回归结果。

从表６可以看出，电影产品质量规制显著提高了由知名导演主导影片的在线评分。这说明，尽

管平均而言，我国电影产品质量规制并未显著提升消费者满意度，但对知名导演主导影片的消费者

满意度有促进作用。一方面，导演知名度越高，导演对电影制作和剪辑的驾驭能力越强，在影片遭遇

删减修改时，可以较好地在合规性与影片创意之间进行权衡，即在满足合规性要求的同时尽可能减

少对影片创意的影响。另一方面，鉴于知名导演的名气和影响力，规制人员在对影片进行规制时也

会相对慎重，减少过分主观和随意的判断并给出更具建设性的意见。因此，导演知名度有助于发挥

产品质量规制的正向作用，并尽可能减少其负向影响，这有助于提升消费者满意度。

表６　导演知名度对电影产品质量规制的调节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狊犮狅狉犲１ 狊犮狅狉犲２ 狊犮狅狉犲３ 狊犮狅狉犲１ 狊犮狅狉犲２ 狊犮狅狉犲３

犵狌犻狕犺犻１·犱犻狉犲犮狋狅狉
０．１２７

（０．０４８）

０．１２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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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狊犮狅狉犲１ 狊犮狅狉犲２ 狊犮狅狉犲３ 狊犮狅狉犲１ 狊犮狅狉犲２ 狊犮狅狉犲３

犵狌犻狕犺犻２·犱犻狉犲犮狋狅狉
０．１２０

（０．０６２）

０．１３４

（０．０５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９６）

犵狌犻狕犺犻１
－０．６８４

（０．２４０）

－０．９８１

（０．２０３）

－０．７１５

（０．３６３）

犵狌犻狕犺犻２
－０．３８４

（０．３５４）
－０．７０４

（０．２３６）

－０．８８４

（０．３５４）

犱犪狀犵狇犻
－０．２５９

（０．２１４）

－０．２９４

（０．２０１）
１．１２４

（０．４１８）

－０．２６１

（０．２２９）

－０．２１６

（０．２１３）
１．０１５

（０．４１７）

狆狉狅犿狅狋犲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１）

犻狊狊狌犲狀狌犿
０．１０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７）
０．１４８

（０．０５９）

０．１１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９）
０．１４２

（０．０６６）

犱犻犪狀狔犻狀犵
０．５２０

（０．２２７）

０．４５０

（０．２１０）

１．０６９

（０．２５１）

０．５５３

（０．２４１）

０．４００

（０．２３５）

１．１１１

（０．２７５）

犪犮狋狅狉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犱犻狉犲犮狋狅狉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７）
－０．２０３

（０．０９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３）
－０．１９１

（０．０９７）

狑狉犻狋犲狉
０．０９０

（０．０５３）

０．１２６

（０．０５７）

０．２９４

（０．１５１）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３）
０．０９１

（０．０５３）

０．２９３

（０．１６１）

犿犪犽犲狉狊
－０．０８３

（０．０３７）

－０．１０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８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２）

狊犲狇狌犲犾
－０．３５６

（０．１９９）

－０．２６８

（０．１８０）

０．３４８

（０．２５３）
－０．４２２

（０．２１７）

－０．２９９

（０．１９４）

０．２９０

（０．２４９）

狋犻犮犪犻
０．０８１

（０．１３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９８）

０．２８４

（０．１９６）

０．１１８

（０．１３１）

０．０６５

（０．１１７）
０．３６２

（０．２１５）

狋犲犮犺
－０．３２７

（０．３１０）

－０．１０３

（０．２８５）
－１．２０４

（０．３９７）

－０．３１０

（０．３２６）

－０．０８４

（０．３１６）
－１．１２１

（０．４１９）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３１８ ３１８ ３１８ ３１８ ３１８ ３１８

Ｒ２ ０．３３７ ０．４３３ ０．４６６ ０．３１０ ０．３７２ ０．４４９

　　注：回归模型（１）和（４）、（２）和（５）与（３）和（６）分别使用豆瓣、时光网和猫眼评分人数进行加权。

（四）规制对电影产品票房业绩和声誉的影响

除了考察对反映消费者满意度的电影在线评分的影响外，本文比较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产品

质量规制对影片的票房业绩和影片声誉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同样作为产品质量规制的结果变量，二

者分别代表着影片的市场认可度和行业认可度，与产品质量息息相关，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产品质

量的外延。作为电影产业发展的两个重要风向性指标，对上述问题的考察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产品

质量规制绩效的理解和认识。为此，本文分别使用衡量票房业绩的票房收入、入座情况和持续放映

天数以及反映影片声誉的影片提名获奖数作为基础计量模型（１）中的被解释变量并重新进行回归。

表７报告了回归结果。其中，第（１）～（４）列显示了产品质量规制对影片票房业绩的影响，第（５）～

（６）列是对影片声誉的影响。容易看出，相对于未受到产品质量规制的影片而言，受到规制的影片在

累计票房收入、首周票房收入、首周场均人次、持续上映天数和国内外各大电影奖获奖与提名数方面

均无显著差异。如果将票房业绩和影片声誉指标作为产品质量的表征，则上述结果可以理解为当前

我国电影产品质量规制对影片的质量提升效果未能得到有效发挥，这进一步支撑了基准回归分析的

结论。

上述结果也表明，我国电影产品的票房业绩和影片声誉与消费者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分化，并不

会对电影产品质量规制表现出与影片评分完全同步的响应。鉴于当前我国电影市场的评级体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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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运作相对独立，特别是考虑到我国电影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制片方和发行方过度炒作以及院线

方通过排片操纵票房的现象时有发生，二者存在一定的脱节也不难理解。这也是为何国内经常出现

一些高票房影片评分却不高即叫卖不叫好的原因。而影片提名获奖往往由业界专业人士评选，其考

评眼光、标准和偏好自然与大众消费者有所区别。

表７　产品质量规制对影片票房业绩和声誉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狋狅狋犪犾犫狅狓 犳犻狉狊狋犫狅狓 犳犻狉狊狋狉犲狀犮犻 犿犪狓犱犪狔 狆狉犻狕犲 狀狅犿犻狀犪狋犲

犵狌犻狕犺犻１
－０．００４

（０．１３８）

－０．０５１

（０．１３６）

－１．８３９

（１．８９７）

１．３１０

（１．６６０）

－０．２４８

（０．４１７）

－０．２８５

（０．９９１）

犱犪狀犵狇犻
０．４０４

（０．１４５）

０．４４８

（０．１４１）

７．２８７

（１．９４７）

－０．４０１

（２．１９２）

－０．６８８

（０．４２３）

０．００６

（１．０５９）

狆狉狅犿狅狋犲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９）

０．２９４

（０．１４２）

０．２４３

（０．１１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９）

犻狊狊狌犲狀狌犿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７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５

（０．４４４）
０．８８１

（０．４７６）

０．２４１

（０．１０８）

０．３４０

（０．１８８）

犱犻犪狀狔犻狀犵
０．７０９

（０．１８１）

０．５８３

（０．１６６）

５．７５７

（２．６９３）

４．２３３

（２．４１２）

０．７４８

（０．５３４）

２．０８８

（１．２９３）

犪犮狋狅狉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５）

０．２６３

（０．０７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７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５）

０．１６８

（０．０３６）

犱犻狉犲犮狋狅狉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６）

０．３２１

（０．４５６）

０．１６１

（０．３１１）
０．３１０

（０．１３３）

０．７６４

（０．２３１）

狑狉犻狋犲狉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８）

－０．３０３

（０．８９０）

０．２０６

（０．６５６）

－０．０４８

（０．２４７）

０．１８９

（０．５２９）

犿犪犽犲狉狊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３）

０．４４８

（０．３０３）

０．４３９

（０．３１２）

－０．０８５

（０．０６５）

－０．１７４

（０．１２５）

狊犲狇狌犲犾
０．３２２

（０．１６０）

０．２７１

（０．１６１）

３．６３６

（２．１９８）

６．９７２

（２．２８７）

０．６７５

（０．５００）

１．４６２

（０．９８２）

狋犻犮犪犻
０．１４４

（０．０８６）

０．１３２

（０．０８７）

１．５５７

（１．０９３）

０．３２５

（１．０２２）

０．１００

（０．２７３）

０．７８０

（０．５２７）

狋犲犮犺
０．４７２

（０．１７８）

０．５６５

（０．１６１）

４．８４８

（２．３４２）

１．１０７

（２．１９１）

－０．５３６

（０．３９０）

－１．２５７

（０．８７３）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３１８ ３１５ ３０１ ３１２ ３１８ ３１８

Ｒ２ ０．４３３ ０．６６５ ０．４２８ ０．４７９ ０．３３３ ０．４６４

　　

六、结论

本文将研究重点置于电影产业内的产品质量规制问题，以规制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

以ＩＳＣＰ为分析框架，手工整理出８３４部国产电影的产品级微观数据，运用经典估计贝叶斯平均法改

良传统的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了中国电影产业内的产品质量规制与电影在线评分二者统计意

义上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产品质量规制的质量提升效应受到制约，当前我国电影产

业内的产品质量规制未能有效提升整体影片的在线评分，但有助于提升知名导演主导影片的在线评

分。从提升消费者福利的角度出发，以电影产品质量规制为代表的传统产业规制手段和形式亟须改

良。基于此，本文的政策含义是：

第一，进一步推动电影产业的“简政放权”，形成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良性互补。应逐步放松

电影产业的事前规制，强化电影产业的事后规制，积极推广电影属地规制制度。例如，在当前取消对

一般题材影片剧本规制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取消对所有题材影片的剧本规制。在影片规制环节，应放

松对影片题材的规制，加大对影片特定内容的规制，进一步细化影片违禁内容，减少规制执行人员的

自由裁量权，缩短影片规制时间，提高规制效率。同时，加大对已上映电影的规制力度，对于播出后

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影片可以考虑要求返修、限制或禁止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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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调整电影产业规制理念，结合市场化手段，提高规制效率。在当前电影产业规制体系下，

我国电影题材的多元化、差异化发展受到制约，已不能满足日益成熟的电影观众需求。电影分级制

度作为一种强制信息披露的制度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均已实行，它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消费者的选

择权，要求企业将产品的性能、成分、可能的副作用、危险警告等与安全健康有关的信息在产品上明

确标示出来，由消费者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消费选择。电影分级制度的推行有助于解决上述制度窘

境，在一定程度上确定和保护民众的文化权利和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有助于制片业的发展和完善。

因此，在电影产业内，可以考虑推行这种由市场甄别产品“好”“坏”与目标消费群的电影分级制度。

囿于院线数据的缺失以及影片级别数据的不全面，产业规制的其他方面（如准入规制、价格规制

等）及其经济绩效，本文未能一一检验。但实际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产业规制

的手段和形式丰富多样，影响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规制绩效甚而直接反映着当前中国行政体制

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最新进展和成效。因此，这个领域值得经济学界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深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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